



































































































































































































































Chuang和 Lin (1999)、Dimelis 和 Louri (2002)、Lipsey 和 Sjöholm (2001)也在他们各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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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道国政府间吸引 FDI的竞争可能会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化，因为它往往将利润和
福利从东道国转移到外国跨国公司。因此，FDI激励政策的最佳首选或许就是由多边政策
协调来设定“游戏规则”，使用的方法同 GATT/WTO规定国际贸易政策的规则一样。事实
上，各国参与 GATT/WTO以外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欧盟最为突出——实现了对使用投资
激励进行协调的需要，并为投资激励政策的使用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
然而，OECD多边投资协议倡议的失败表明了在该领域达成一个广泛的多边解决机制
是困难的。结果，许多国家将继续把投资激励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来使用。本文中我们认
为，仅聚焦于外国厂商的投资激励的使用，其理论观点尽管源于案例（而更多的案例是出
于政治考虑来使用），是带有动机的，但一般来说并不是提高国家福利的有效方法。主要原
因是对引进的 FDI进行财政金融补贴的一个最强的理论动机——外国技术和技能对本地企
业的溢出——并不是外国投资的自然结果，这种潜在的溢出利益只有在本地厂商有能力和
动机利用吸收外国技术和技能投资时才能实现。因此，对于推动外国投资的补贴来说，这
是必需的，同时，这也支持了本地厂商的学习和投资。
因此，与其提出严密地定义 FDI政策，我们宁可认为对 FDI政策领域有效的管理是把
投资激励的一揽子措施看成是国家整体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并且使制定的任何激励政策在
同等的条件下是所有投资者（国外的和当地的）都能获得的。投资激励要特别聚焦于那些
可以对溢出产生最大潜力的活动，包括外国厂商与本地厂商的联系、教育、培训和研发。
还要指出的是，国家的总体产业政策是 FDI流入和 FDI影响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加强当
地的人力资源供应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通过改善经济增长的其它基础，一个国家不仅变
成为一个更能吸引跨国公司的地方，而且增加了其民营部门通过溢出利益从外国公司的参
与中获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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